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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讨论天然庇护所作物在减缓棉铃虫抗性发展中的作用以及中国是否需要为

转基因抗虫棉制定专门的庇护所政策. 首先, 描述了在制定庇护所政策时所需要考虑的各种

因素; 其次, 为了科学合理地分析这些因素的影响, 构建了一个生物经济学模型并利用实证

数据进行了量化分析. 在模型分析过程中, 考虑了多种方案以增强分析结果的稳定性和可靠

性. 结果表明, 中国多样性的种植结构使玉米等作物成为棉铃虫的天然庇护所. 换言之, 在此

情况下仍然要求农民种植一定比例的非转基因抗虫棉作为棉铃虫的专门庇护所是不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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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 转基因抗虫棉的大规模种植增强了

棉铃虫(Heliothis armigera Hbner)对转基因毒素产生

抗性的选择压力. 因此, 生物学家预计棉铃虫的抗性

将会很快产生. 然而, 尽管转基因抗虫棉在全世界已

经大规模种植了 10 多年, 但大田中还没有发现棉铃

虫对抗虫棉产生普遍的抗性[1,2]. 在大多数种植转基

因抗虫棉的国家, 种植户都要种植一定比例的非转

基因抗虫棉作为靶标害虫的庇护所. 而该政策一直

被认为是棉铃虫对转基因毒素的抗性还没有普遍建

立的主要原因. 与这些国家不同, 中国并没有强制农

民种植非转基因作物作为靶标害虫的庇护所. 但是, 
中国多样的种植结构使得与棉花同时期种植的玉米、

大豆等作物为棉铃虫提供了天然的庇护所. 这些天

然的庇护所作物可以像非转基因抗虫棉一样为靶标

害虫提供庇护, 从而成功地降低靶标害虫的抗性发

展[3~4].  
正是认识到天然庇护所作物在减缓靶标害虫抗

性发展上的作用, 美国环境保护局(United States En-     
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正在重新考虑改变其

原有的庇护所政策 [5]. 对孟山都公司 (Monsanto 
Company)高效转基因抗虫棉新品种BollgardⅡ, 美国

环境保护署认为如果在种植BollgardⅡ转基因抗虫棉

的地区有大量的天然庇护所作物存在, 靶标害虫的

抗性发展就可以得到有效地控制. 因此, 在该地区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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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BollgardⅡ抗虫棉的农户不需要种植非转基因抗虫

棉作为专门的庇护所[6].  
2010 年 3 月, 美国孟山都公司于 2009 年在印度

的棉田中发现红铃虫 (Pectinophora gossypiel la 

Saunders)对转基因抗虫棉已经产生了抗性[7]. 他们还

认为, 庇护所政策执行的不够严格是造成这一结果

的重要原因. 尽管孟山都公司认为这是第一次在大

田中发现靶标害虫对转基因作物产生抗性 ,  但是 
Tabashnik 等人[8]指出, 靶标害虫的抗性其实早在几

年前就已经出现了. 在中国也有类似的发现. Liu 等

人[9]的研究表明, 在中国黄河流域的一些棉区, 大田

中棉铃虫抗性基因的比例已经达到 0.10. 他们认为, 
这是第一次在中国的大田中发现如此高的棉铃虫抗

性基因比率. 同时认为, 中国没有要求棉农种植非转

基因抗虫棉作为棉铃虫的专门庇护所是造成这一结

果的可能原因. 换言之, 尽管棉铃虫有很多天然庇护

所, 但这些天然庇护所提供的庇护可能不足以延缓

棉铃虫抗性的发展.  
本文旨在探讨中国是否需要重新考虑其零庇护

所政策. 通过分析中国目前实际生产环境下, 那些自

然庇护所作物为棉铃虫提供的庇护是否足够. 庇护

所政策的选择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 靶标害虫

的差别、害虫特性的差别(如年繁殖代数、繁殖能力

等)、自然庇护所作物的差别等都会引起具体的最优

避难所政策的不同. 正因如此, 需要针对中国的具体

情况来选择最优的庇护所政策, 而不是盲目地照搬

其他国家的规定. 为此, 首先要详细讨论在制定最优

管理政策时所需要考虑的各种因素. 这些因素包括: 
靶标害虫的种群特征及其抗药性的发展过程、转基因

抗虫棉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目前的种植模式, 以
及在此种植模式下棉铃虫的天然庇护所作物的情况; 
其次, 建立一个生物经济学模型来模拟不同庇护所

政策的经济效益. 模型分析结果显示, 在中国目前的

种植模式下, 要求棉农种植一定比例的非转基因抗

虫棉作为棉铃虫的庇护所在经济上是得不偿失的 . 
换言之, 中国的零庇护所政策在目前的种植模式下

是经济有效的.  

1  棉铃虫的特性及其抗药性 

随着农作物新品种的不断增加, 病虫害所造成

的产量损失也在不断增加. 为了控制病虫害, 不得不

采取更多的防治措施[10].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中国的

棉花生产一直遭受严重的虫害威胁. 据农业部病虫

害防治工作小组估计, 20 世纪 90 年代, 即使在农民

大量喷洒化学农药的情况下, 病虫害所造成的产量

损失也达到了棉花总产量的 5%~14%, 而在同一时期

粮食产量的损失只有 2%~3%. 尤其是 1992 年, 中国

最大的棉花生产基地黄河流域, 病虫害造成的实际

产量损失高达 29%(表 1).  

如果农民不喷施化学农药, 病虫害造成的产量

损失会更大. 根据生态学家的估计, 农民如果完全不

喷洒化学农药, 20 世纪 90 年代全国棉花产量的损失

可能会在 24%~50%. 而在病虫害危害最为严重的黄

河流域, 该数据估计高达 35%~ 93%(表 1).  

如此高的实际产量损失和潜在产量损失与棉农

自己的估计相一致(表 1). 21 世纪初, 中国科学院中

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对中国的棉花生产进行了广泛

而深入地调研. 当农民被问到“如果不喷洒化学农药, 

棉花害虫会造成多大的产量损失”时, 棉农们普遍认

为棉花产量平均将下降 56%. 其中, 60%以上的农民

估计产量损失会超过 50%. 更有 11%的棉农表示, 如

果完全不喷洒化学农药的话, 他们将颗粒无收. 20 世

纪 80 年代初~90 年代中期, 化学农药是棉农防治病

虫害的唯一工具. 随着虫害的不断严重, 棉农不得不

增加农药的使用量.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

布的农产品生产成本调查资料,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

在中国的棉花生产中化学农药成本为每公顷 30~35

美元, 占物质总成本的 11%~13%. 20 世纪 80 年代中

期以后, 农药的使用数量持续增长. 到 1990 年, 农药

成本已经上升到物质总成本的 18%, 2000年更是进一

步上升到 22%. 在抗虫棉种植之前的 1995 年, 棉花

生产中每公顷农药的实际成本约为 80 年代初期的 3

倍(约 101 美元). 20 世纪 90 年代初, 农药成本上升得

如此之快, 人们开始怀疑继续种植棉花是否还可以

获利[11]. 

随着农药成本的增加以及棉花生产利润的下降,

由于农药的过度使用而产生的负面影响也逐渐显现. 

随着化学农药使用量的不断上升, 棉农中毒事件和

中毒死亡数量也急剧增加[12]. 全中国的统计数据显

示, 1987~1992 年间, 在中国的主要产棉区, 由于化

学农药中毒而引起的住院率上升了 116%, 中毒死亡

人数上升了 41%. 另外, 根据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政

策研究中心于 1999~2001年间进行的农户调查, 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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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的棉农在喷施农药后身体不适, 不得不休息 1 天

以上. 这些中毒症状主要包括: 恶心、头痛、皮疹和

眼部不适等[13,14]. 同时有研究表明, 化学农药的使用

会污染河道和地下水资源[15,16]. 总之, 化学农药的过

度使用不但严重影响着棉花的经济效益, 而且对棉

农的身体健康以及农村和城市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

的负面影响. 

在此期间, 尽管导致农药使用上升的原因很多, 

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棉铃虫抗性的不断增加 [12]. 

在整个生产季节, 棉花会受到多种病虫害的威胁, 而

其中影响最为严重的当属棉铃虫. 除了西部少数的

干旱地区外(主要是新疆自治区), 棉铃虫几乎影响了

中国所有主要的棉花种植区. 根据估计, 棉花产量总

损失中的绝大部分(65%)是由棉铃虫造成的[4]. 而且, 

棉铃虫的危害程度在全国主要棉区的分布不平衡 . 

例如, 在新疆棉区棉铃虫造成的产量损失只有病虫

害造成总损失的 12%, 而在黄河流域这一比例高达

78%[14].  
自 20 世纪 30 年代引进现代品种的棉花后, 棉铃

虫就一直困扰着棉农, 而棉农的防治方式也在逐渐

改进[17].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 尽管防治效果不理想, 

棉农们还是主要采用综合治理与传统防治相结合的

方法来控制虫害. 从 50 年代后期开始, 棉农们逐渐

采用化学农药来控制棉铃虫. 不幸的是, 棉铃虫对不

同的化学农药都先后产生了抗药性[14]. 例如, 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 农民经常使用高毒的有机氯农药

(OC). 虽然这种农药在一开始十分有效, 但到了 60

年代末期, 它就无法再有效地防治棉铃虫了. 20 世纪

70 年代, 农民开始使用有机磷农药(OP)和氨基甲酸

酯类农药来代替有机氯农药. 虽然这两类农药最初

都十分有效, 但是不久, 棉铃虫便对它们又产生了抗

药性[18,19]. 从 80 年代开始, 棉农们又转向更为低毒

高效的拟除虫菊酯农药. 然而仅过了 10 年, 棉铃虫

就对拟除虫菊酯农药产生了抗药性[4]. 虽然这一时期

也有其他虫害产生抗药性的记录(如水稻害虫), 但是

棉铃虫产生抗药性的速度远远高于它们[20].  

同大田里的发现一样, 在实验室里也证实了多

次接触化学农药的棉铃虫可以产生类似的抗药性 .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 中国科学家便开始对棉铃虫的

抗药性开展了研究[17]. 以拟除虫菊酯类农药为例, 仅

培养了大约相当于大田情况下 15 年的时间, 棉铃虫

的抗药性就增长了 172 倍[21]. 综上, 大田和实验室的

数据都表明, 棉铃虫拥有对杀虫剂迅速产生抗药性

的能力.  

20 世纪 90 年代初, 农药使用数量的不断增加导

致生产成本的逐步上升. 这也充分反应了棉铃虫已

经对有机氯农药、有机磷农药、拟除虫菊酯类农药都

逐渐产生了抗药性. 90 年代中期, 中国棉农每年在农

药上的花费超过 5 亿美元, 其中大多数用来治理棉铃

虫[12]. 对农户的调查表明, 20世纪 90年代后期, 农民

喷洒农药的次数每季平均为 20次, 有些人喷洒 30次, 

在虫害高峰期更是多到隔天一次[12].  

2  转基因抗虫棉和棉铃虫的天然庇护地 

棉铃虫抗药性的发展不仅会影响棉农的经济效

益, 而且对中国整个棉花产业都十分不利. 在全国, 

尤其是黄河流域, 棉花产量在经过 20 世纪 80 年代初

期的大幅上涨后, 由于棉铃虫抗药性的持续增长而

逐年减少. 20 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 黄河流域成

为中国最大的棉花生产基地. 在此期间, 黄河流域的

棉花产出占国内棉花总产量的 30%~60%, 而中国棉 

 
表 1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棉花生产的实际损失和潜在损失 

粮食与棉花的实际损失(%)a) 棉花的潜在损失  

b) 

全国 黄河流域  

c) 官方估计 棉农估计  

d)  
棉花 粮食 

 
棉花 粮食 全国 黄河流域 

 
估计均值 估计损失超过 50% 估计损失为 100% 

1990 5 3  8 4  24 35     

1992 14 2  29 3  45 93     

1994 12 2  9 3  50 53     

1996 6 2  10 3  33 53     

1997 6 2  9 3  35 62     

2002          56 62 11 

a) 实际损失: 农业部病虫害测报小组估计的损失, 是由于无法完全控制病害虫而造成的实际产量损失; b) 潜在损失: 如果农民没有控

制虫害而会发生的损失; c) 黄河流域的数字为河北省和山东省的平均值; d) 数据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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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总产量在 80 年代末达到 600 多万吨[11]. 但是在以

后的 10 年中, 黄河流域的棉花产量持续下降. 尽管

造成其产量下降的原因很多, 但其中最重要的还是

由于抗药性的产生使得棉铃虫灾不断严重[11].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90 年代初期, 针对棉花产

量的不断下降, 中国亟需一种新技术来解决这一难

题. 而就在此时, 美国等国家于 1996 年开始大面积

推广转基因抗虫棉. 1 年以后, 中国批准了转基因抗

虫棉在黄河流域的种植[11]. 同年, 两家公司获准向农

民出售转基因抗虫棉种子. 其中一家是由美国孟山都

公司、Delta-Pine-land 公司与河北种子公司成立的合

资企业, 另外一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的院属企业.  
转基因抗虫棉在中国种植的第一年就成效显著. 

即便转基因抗虫棉的种子成本是一般棉花种子成本的

5~6 倍, 但是抗虫棉带给棉农们的收益却远远超过了

这些费用[11]. 抗虫棉带给中国棉农的收益不亚于其他

种植抗虫棉的国家[12,22~26]. 据研究, 抗虫棉不仅使中

国棉农的农药使用量减少了 70%以上, 而且棉花产量

也显著提高. 此外, 由于杀虫剂使用量的下降, 农业

生态环境和农药中毒情况都有了很大改善[13,14,27].  

因为这些显著的优点, 转基因抗虫棉在中国被

迅速推广. 根据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

的调查, 转基因抗虫棉的扩展非常迅速(图 1(A)). 尽 
 

 
图 1  转基因抗虫棉在中国的扩展 

管中国从 1997 年才开始种植抗虫棉, 但抗虫棉的总

播种面积在 2004 年已达 370 万公顷, 大约占全国棉

花播种总面积的 2/3. 目前, 中国有数以百万计的农

民, 其中绝大部分是人均耕地面积小于 0.2 公顷的小

农户, 都因种植转基因抗虫棉而获益[28]. 特别是在棉

铃虫危害最为严重的黄河流域, 转基因抗虫棉的推

广速度更是惊人. 从 1997 年开始, 仅 4 年后, 山东、

河北两省的转基因抗虫棉的播种面积就占到各自棉

花总播种面积的 90%以上(图 1(B)).  

尽管转基因抗虫棉在中国迅速推广, 但回顾中

国棉花的种植史, 不禁对其可持续性产生担忧. 鉴于

棉铃虫对化学农药都产生了抗药性, 人们非常担心

棉铃虫也会对转基因抗虫棉产生抗性[29]. 随着产生

抗药性的棉铃虫越来越多, 转基因作物在控制害虫

上的有效性就会下降, 转基因抗虫棉带来的收益也

将会逐渐缩小.  
科学家已通过实验证实棉铃虫也会对转基因抗

虫棉产生抗性. 在实验室和温室中, 人们发现一些逐

代培养的害虫能够在抗虫棉上生存下来, 这就意味

着它们对转基因抗虫棉产生了抗性[29]. Wu 等人[21]的

实验表明, 经过 44 代的繁殖后, 棉铃虫抗转基因毒

性水平比初始状态高 106 倍. 根据这些结果, 有人预

测由于转基因抗虫棉已经被广泛采用, 因此它的有

效寿命也许只能再维持几年[30]. 根据此推论, 中国显

然也应该种植非转基因抗虫棉作为棉铃虫的庇护地.  
事实上, 几乎所有引进转基因抗虫棉的国家都

采取了庇护所政策[31]. 首先是美国环境保护署. 按照

美国环境保护署的要求, 每个种植转基因作物的生

产者都要预留一部分土地来种植非转基因作物. 该
方法也被大部分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如澳大利

亚、印度、印度尼西亚、南非等)所效仿. 但这些国家

都要求和美国一样或是类似的庇护所种植比例, 该
种植比例并不是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得出的. 同时

应该指出, 由于种植转基因作物的经济优势明显, 因
而种植非转基因作物作为庇护所就意味着用部分利

润来换取技术优势.  
与这些国家不同, 中国根据自己的国情提出了

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然庇护所(零庇护所)政策. 该政策

一方面利用小农模式下多种天然庇护所作物和棉花

混种, 从而为棉铃虫提供敏感种群; 另一方面, 通过

对 Bt 棉花安全性管理来减少具有抗性棉铃虫的个体

数量[4]. 但在一些科学家, 特别是环境学家看来,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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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政策颇受争议[30,32]. 他们认为, 基于棉铃虫对于所

有化学农药都产生了抗药性及其在实验室中对抗虫

棉也产生了抗药性这一事实, 中国有必要采取与其

他国家类似的庇护所政策. 而如果不采取庇护所政

策, 那么不久以后棉铃虫就会对转基因毒素产生抗

药性.  
尽管这些潜在和预期风险都要求采取庇护所政

策, 但是却没有证据表明大田中的棉铃虫对转基因

毒素产生普遍的抗药性. 因此, 即使一部分实验室或

温室的棉铃虫可以在转基因抗虫棉上存活下来, 但
大田中的抗性还没有广泛建立起来[1]. 根据美国和中

国(世界上绝大多数转基因抗虫棉品种都来自于这两

个国家)公布的观测结果, 在实验室和温室的实验中, 
有 3 种害虫共 7 个种群在抗虫棉上存活下来. 但是, 
在这些地区的大田里还未发现抗药性的存在[1,17,33].  

3  黄河流域的耕作制度及棉铃虫的天然庇
护所 

在转基因抗虫棉大规模种植了 10 多年以后, 大
田中还未发现棉铃虫对其产生普遍的抗药性. 这样

的事实让人们开始思考是什么阻止了棉铃虫抗药性

的出现. 在美国, 有人认为靶标害虫之所以没有产生

抗药性是因为庇护所政策为其提供了足够的保护[1]. 
虽然没人否认这种解释的合理性, 但是用它来解释

中国的情况却行不通, 因为中国没有实行相应的庇

护所政策.  
Wu 等人[33]首先就此问题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

释: 黄河流域棉区有棉铃虫的其他寄主作物, 这些作

物为棉铃虫提供了天然的庇护所. 因此, 尽管中国没

有专门的庇护所政策, 棉铃虫仍然保持了对转基因

毒素的敏感性. 在美国以及其他许多种植转基因抗

虫棉的国家, 棉花是成规模连片种植的. 相比之下, 
中国棉区的种植方式则呈现出显著的多样化: 棉花

同很多其他的作物一起生长. 而这些邻近的作物很

多都是棉铃虫的寄主作物, 它们就成为棉铃虫的天

然庇护所. 正因如此, 即使中国所有的棉花都是转基

因抗虫棉, 易感性棉铃虫也可能继续大量繁殖. 在这

些天然庇护作物上繁衍的棉铃虫很多, 足以与在转

基因抗虫棉地里存活下来的棉铃虫进行交配繁殖 . 
这样便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没有采取专门的庇护所

政策, 大田中仍没有发现棉铃虫对转基因作物产生

普遍的抗性.  
虽然这种解释已被中国许多农业科学家所接受, 

但对这些经验事实缺乏更加科学的分析. 为了更加

清楚地了解中国的耕种方式及棉铃虫的天然寄主作

物是否可以代替专门的非转基因抗虫棉庇护地, 本
文将讨论黄河流域棉花产区的耕作制度. 之所以选

取黄河流域作为样本点是因为黄河流域是中国最主

要的棉花产地, 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转基因抗虫棉的

生产环境.  
通过两组数据资料来了解黄河流域的种植方式. 

第一组数据来源于 2004 年以村为单位进行的两阶段

调查. 在第一阶段, 将黄河流域的河北、山东、河南

3个省的县市按照棉花播种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比例

排序, 并通过分层和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 4 个样本县. 
具体的抽样方法如下: 在棉花播种面积比例最高的 5
个县中随机选取 2 个, 从排名第 6~20 位的县中随机

选取一个, 从剩下的县中随机选取一个. 最后抽中的

4个样本县的棉花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比例分别位于

黄河流域的第 2, 3, 18 和 107 位. 其中两个县在河南

省, 一个县在山东省, 一个县在河北省. 这 3 个省不

仅是黄河流域重要的棉花生产基地, 也是中国第 2~4
大棉花生产省份(西部的新疆是中国最大的产棉省, 

因为那里气候炎热、干燥, 棉铃虫危害相对较轻). 
经过第一阶段的样本县选择后, 第二阶段的样

本选择过程如下: 对于每一个选出的样本县, 列出其

包含的所有乡镇的名单及棉花种植密度. 然后根据

棉花的密集程度把这些乡镇分为两组, 一组为密度

高的乡镇, 另一组为密度低的乡镇. 在这两组中分别

随机挑出一个乡镇作为两组的代表. 于是每个样本

县就会有两个代表性的乡镇. 随后, 召集被选出的乡

镇里负责农业的乡镇长及村领导开会. 村领导们提

供了有关该村棉花种植密度、种植模式和其他的相关

信息. 乡镇会议结束后, 随机选择一些村庄查看实地

情况, 以验证资料的真实性. 结果证实这些数据准确

可靠.  
调查的结果和科学家的假设一致, 即中国黄河

流域棉区的种植模式十分多样. 即使是在黄河流域

的第 2 和第 3 大棉花生产县, 调查发现差不多有一半

的村庄棉花种植地最大的毗连面积都小于 100 公顷. 
表 2 显示, 除了棉花密集产区外的其他地区, 棉花生

产则更加分散. 例如, 在排名第 18 位的产棉县, 60%
以上的棉花种植地都未超过 1 公顷, 棉花种植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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毗邻地面积未超过 50 公顷. 对于排在第 107 位的产

棉县而言, 93%的棉花种植地都小于 1 公顷. 

另一组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政策研

究中心的调查. 该调查开始于 1999 年, 以后多次重

复进行. 调查地点覆盖黄河流域的河北、山东和河南

省, 以及长江流域的安徽、江苏和湖北省. 调查的村

庄和家庭都是随机挑选的. 调查小组根据当地户籍

办公室提供的农户名单在每个村庄随机选取 25~30

户. 每次访谈都由专业人员进行, 历时 2~3 h. 该组

数据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中国棉花生产环境的特点. 

这组数据提供了更多支持自然庇护作物假设的证据. 

由表 3 可见, 尽管转基因抗虫棉的种植面积占棉花总

种植面积的比例很大, 但是在所调查的村庄中(即使

是位于中国最主要棉花生产区中心的村庄), 棉花绝

非是单一的作物. 以黄河流域为例, 1997~2007 年, 

棉花种植面积占总播种面积的 37%~52%. 因此, 与

美国、澳大利亚等其他种植转基因抗虫棉国家的单一

种植模式不同, 中国的棉花产区的种植模式是多样

化的.  

中国棉花产区的种植模式使得棉花与许多棉铃

虫的寄主植物混种在一起. 在黄河流域, 棉铃虫不但

以棉花为寄主, 也以小麦、玉米、大豆、花生、油菜 

等其他作物为寄主 , 其寄主甚至还包括杂草和果 
树[4].  

按照寄主作物上棉铃虫的密度及棉铃虫在该作

物上的寄生代数, 计算了这些自然庇护所作物所占

的比例. 由结果可知, 这些自然庇护所作物的比例无

论在黄河流域棉区还是长江流域棉区都相对较大(表

3). 平均而言, 庇护所作物种植面积占到 45%. 正如

中国零庇护政策的倡导者所说, 这些自然庇护所作

物为棉铃虫提供的保护远远高于美国环境保护局规

定的庇护所政策(即种植 20%非抗虫棉作为靶标害虫

的庇护地)所提供的保护, 足以保持棉铃虫种群对转

基因毒素的易感性. 

4  生物经济学模型及其分析 

虽然建立在实验室和大田的分析支持中国的零

庇护所政策, 但是以上的分析都有缺点. 最明显的缺

点是实验室的工作没有考虑不同的庇护所政策的经

济成本和效益. 而更具说服力的大田工作也是仅仅

基于短期的经验判断. 虽然目前棉铃虫的抗药性还

没有出现, 但是抗药性一旦发生就极易蔓延开来, 如
果只依靠实地监测是十分危险的[30]. 所以, 在转基因 

表 2  黄河流域棉花生产的分布情况 

棉花种植面积比率 
县名 棉花产量排名 

大于 100 公顷 占黄河流域 
总产量的比率 

大于 1 公顷, 但小

于 50 公顷 小于 1 公顷 

棉花种植面积比率大于或等于

该县市所有棉花产量占黄河流

域棉花总产量的比率 

夏津 2 0.55c) 0.33 0.13 0.00 0.04 
魏县 3 0.54 0.36 0.10 0.00 0.06 
太康 18 0 0.10 0.30 0.60 0.25 
延津 107 0 0 0.07 0.93 0.79 

表 3  中国转基因抗虫棉、庇护所作物和棉花种植份额 a)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黄河流域 

棉花播种面积比率(%) 37 41 43 49 50 49 48 52 42 42 44 
庇护作物比率(%) 89 72 52 40 38 38 39 39 45 46 46 
转基因抗虫棉比率(%) 32 57 81 91 93 94 95 96 98 98 98 

长江流域 

棉花播种面积比率(%) 35 35 38 39 41 41 42 40 42 42  
庇护作物比率(%) 100 97 92 72 50 50 46 46 42 42  
转基因抗虫棉比率(%) 0 19 27 50 85 85 92 98 99 99  

a) 棉花播种面积比率是棉花播种面积占作物播种总面积的比例. 庇护所作物包括小麦、玉米、大豆、油菜、蔬菜和其他小杂粮作物; 庇

护所作物比率是庇护所作物播种面积(小麦面积按 25%计算, 蔬菜面积按 75%计算)占作物播种总面积的比例; 转基因抗虫棉比率是抗虫棉占

棉花播种面积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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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虫棉种植早期没有发现抗药性的出现也可以理解. 
一旦在大田观测中发现抗药性的迹象, 那么在抗药

害虫快速繁殖并无法逆转的情况下, 转变零庇护策

略可能会为时已晚[30]. 为此, 本研究设计了一个生态

经济学模型, 系统而综合地考虑建立庇护所政策的

经济成本和效益.  
该生态经济学模型是在Wilen和Msangi模型的基

础上发展而来的[34]. 事实上, 该模型的思想已经被很

多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所采用, 如 Laxminarayan 和

Simpson[35], Secchi 等人[36], Livingston 等人[37]. 该生态

经济学模型包括两个部分: 生态学模型和经济学模型. 
生态学模型的部分用来模拟害虫及其抗药性产生的

过程. 经济学模型的部分被用来检验不同的庇护所

政策选择下的经济效益大小(详见附录)[38].  
该模型使用两类参数: 生态参数和经济参数. 大

部分的生态参数, 如转基因抗虫棉在防治棉铃虫上

的效果以及各种庇护所作物不同的承载能力等, 都
来自之前公布的数据, 或是根据中国农业科学院植

物保护研究所提供的实验数据计算得出. 即生态经

济学模型中的系数都是有科学依据的. 只有一个参

数, 即抗性个体的适应性成本例外. 虽然该数据可能

看上去微不足道, 但却在分析中起着关键作用. 该参

数用来衡量抗药性和易感性害虫在非转基因地里死

亡率的差异. 本模型采用的抗药性棉铃虫的适应性

成本参数是 Livingston 等人[37]在研究美国庇护所政

策时使用过的. 在使用该参数之前, 曾与中国的昆虫

学家讨论过是否合适. 因为不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上

的其他国家, 都无法从实验室或实地中得到该参数. 
由于这个参数的大小存在不确定性, 因此对其进行

了敏感性分析, 以确定该假设不会影响模型的基本

分析结论.  
同样, 经济模型中的参数也是从已经公布的数

据和实地调查的数据计算而来. 例如, 两个重要的经

济参数, 转基因抗虫棉的种植成本和传统的杀虫剂

防治害虫成本, 来源于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政策研

究中心的调查数据. 用这些数据所做的文章已经先

后发表在 Science[13]及其他杂志上[12,14]. 这些生态参

数和经济参数的默认值详见附表 1.  

4.1  中国需要改变零庇护所政策吗? 

模型分析结果同实验室及基于大田数据的基本

分析结果一致, 即中国不需要特别的庇护所政策. 在

模型中, 总成本包括由棉铃虫造成的产量损失和不

同避难策略下的防治成本. 模型分析结果显示, 总成

本随着庇护所面积的增加而不断上升(图 2). 换言之, 
最佳的政策选择是农民可以将所有的棉花都种上转

基因抗虫棉, 而不需要保留一块非转基因抗虫棉地

作为棉铃虫的庇护所. 这一结论与 Livingston 等人[37]

对美国转基因抗虫棉庇护所最优大小的结论和

Hurely 等人[39]关于转基因玉米作物需要庇护所大小

的结论大相径庭.  
理解这一模拟结果的关键是了解自然庇护所作

物对延缓棉铃虫抗药性的影响, 以及种植非转基因

抗虫棉庇护地要花费的成本. 种植非转基因抗虫棉

的庇护地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 非转基因抗虫棉庇

护地可以减缓棉铃虫抗药性的产生, 从而可以使抗

虫棉保持控制害虫的有效性; 另一方面, 非转基因抗

虫棉地里的害虫很多, 农民或者花费高额的成本喷

洒大量的农药, 或者就不得不放弃这块地的收益.  
一般而言, 最优的庇护所政策使得长期边际效

益的增加恰好等于短期边际成本的增加. 如果庇护

地的大小恰好合适的话, 那么长期较高的收益回报

将会抵消短期成本支出. 但是, 如果避难庇护地比例

过大, 未来的收益无法完全弥补现在的成本. 那么这

样的策略显然不如用比较小的庇护地策略, 或者干

脆用自然庇护地策略.  
本研究结果与美国等其他国家研究结果的分歧, 

主要源于自然庇护所作物发挥的不同作用. 同非转

基因抗虫棉可以作为棉铃虫的庇护所一样, 这些棉

铃虫的天然庇护所也可以为棉铃虫提供庇护, 从而

减缓棉铃虫抗药性的产生(图 3). 只要这些天然庇护 
 

 

图 2  庇护地大小和总成本 
平滑曲线示没有天然庇护地的成本随着专门庇护地大小变化而变

化; 带有中空的点线示在中国黄河流域的实际生产环境下, 总成

本随着专门庇护地大小变化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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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自然庇护地对于棉铃虫数量及其对转基因抗虫棉的

抗药性影响 
带实心圆点曲线示有自然庇护地时靶标害虫种群总数量的变化; 

带空心圆点的曲线示没有自然庇护地时的虫口总数量变化; 带实

心菱形的曲线示有自然庇护地时种群对转基因毒素易感性基因比

例的变化; 带空心菱形的曲线示没有自然庇护地时种群对转基因 

毒素易感性基因比例的变化 

 
所作物提供的庇护是足够的, 那么就没有必要实行

特殊的庇护所政策. 而如果强制要求农民种植非转

基因抗虫棉作为专门的庇护所, 那么政策执行的早

期成本(如较高的农药成本或棉铃虫造成的产量损

失), 将不能够被日后的收益所抵消.  
该结果表明, 中国的零庇护所政策是最为经济

的. 分析结果显示, 如果不种植非转基因抗虫棉作为

棉铃虫的专门避难所 , 那么总成本平均每年为

176.71 美元/公顷(表 4). 如果按照美国环境保护署的

要求, 把 20%土地种植非转基因棉花作为棉铃虫的庇

护地, 则平均成本将上升为每年 209.67 美元/公顷. 换

言之, 如果中国政府按照美国的标准要求农民种植

专门的庇护所, 棉农们将不得不承担至少每年 32.96

美元/公顷的额外开支(即成本增加了 18.65%). 同时

应指出, 如果不采用强制的庇护所政策, 政府也就不

用考虑承担额外的执行和监管政策的费用.  

尽管上述结果是根据中国黄河流域棉区的“平

均”生产环境所得出的结论, 该结论对于最主要的产

棉县也同样适用. 重新模拟了生物经济学模型, 这次

模拟时采用主要产棉县的数据(表 4 和图 3). 表 4 显

示, 即使在这些主要的产棉大县(天然庇护所的比例 

相对较小), 采用非转基因抗虫棉作为棉铃虫的庇护

所的经济效益也并不理想. 如果把 20%的耕地用来

种植非转基因抗虫棉作为棉铃虫的庇护所, 平均成

本将从零庇护所时的最低水平, 每年 173.68 美元/公

顷上升为 207.49 美元/公顷(表 4).  

4.2  敏感性分析 

为了检验模拟结果对于参数变化是否敏感, 本
实验进行了敏感性分析. 针对不同的时间跨度(10 年, 
15年, 20年), 估计了最佳的庇护所比例. 同时估计了

不同的种植模式下(不同自然庇护所作物比例)的最

佳庇护所比例. 此外, 还通过改变棉农喷洒化学农药

时的临界值, 以及改变抗性棉铃虫的适应性成本的

大小等来测试模型的稳定程度. 大部分敏感性分析

结果和之前得出的结论一致, 即在中国实行特殊的

庇护所政策是不经济的. 附表 2 显示了两组敏感性分

析结果, 分别基于不同的时间跨度和不同的自然庇

护所作物比例. 由附表 2 可见, 如果时间跨度增加到

20 年, 最佳的庇护所大小不再是零. 即需要种植非

转基因棉花作为专门的避难所. 然而, 由此最优政策

带来的额外收益却不大. 考虑到非零庇护所政策所

需要的高昂的监测费用和其他相关政策费用, 在实

践中零庇护所政策仍然是最经济的[38].  

5  结论 

与大多数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抗虫棉的国家不同, 

中国政府并没有要求种植抗虫棉的棉农种植非抗虫

棉作为棉铃虫的庇护地. 相反, 中国允许农民种植

100%的转基因抗虫棉. 虽然该政策在开始时并没有

证据支持其正确性, 但本研究证明该做法是经济有

效的. 由于中国主要棉区作物种植模式多种多样, 而

棉铃虫也能够以多种作物作为寄主作物, 所以棉铃

虫能很容易地发现自然庇护所. 因此没有必要专门

种植非抗虫棉作为棉铃虫的庇护地. 换言之, 在中国 

表 4  庇护地由 0 上升至 20%后成本的增加情况 

庇护地由 0 上升至 20%增加的成本 
 

庇护地为 0%时的成本/ 

美元·年−1·公顷
−1 

庇护地为 20%时的成本/ 

美元·年−1·公顷
−1 

绝对值/ 

美元·年−1·公顷
−1 

百分比 
(%) 

黄河流域 176.71 209.67 32.96 18.65 

棉花种植大县 173.86 207.49 33.63 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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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区实际的生产环境下, 要求农民专门种植非抗虫

棉作为棉铃虫的庇护地是不经济的. 中国实行的零

庇护所政策也避免了不必要的政策监督和实施成本, 
不但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支出, 也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尽管本研究表明, 中国现行的零庇护所政策是经

济合理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任何环境下这种政策

一直是最优的. 中国棉区多样化的作物种植结构和棉

铃虫的多寄主特性是决定零庇护所政策经济合理的特

定条件. 一旦这个条件发生变化, 或者靶标害虫发生

变化, 那么最优的庇护所政策也应随之改变. 转基因

抗虫玉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无论在黄河流域还是

长江流域棉区, 玉米都是棉铃虫最重要的天然避难所

作物. 因此, 转基因抗虫玉米商业化种植必然会加速

棉铃虫抗性的发展[40]. 所以, 转基因抗虫玉米的商业

化种植可能会改变中国目前的零避难所政策. 同样, 
转基因抗虫水稻的靶标害虫和抗虫棉的靶标害虫不同. 
因此, 如果转基因抗虫水稻在中国大规模推广种植, 
水稻产区的生态环境和种植结构可能使得其靶标害虫

很难找到足够多的自然庇护地. 在此情况下, 考虑种

植非转基因水稻可能就是经济合理的.  

致谢 感谢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提供数据支持,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吴孔明博士的建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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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生态经济学模型 

在构建生态学模型时, 大部分同类的研究都采用了

扩展的 Hardy-Weinberg 模型
[41]. 该模型用于模拟昆虫种

群对转基因毒素产生抗药性的过程. 本研究也采用了该

模型. 使用两个等位基因组, 每个基因组包括两个等位基

因模型分别模拟棉铃虫对转基因毒素以及化学农药的抗

性. 建立此模型的假设如下: a) 大量的二倍体雌雄性棉

铃虫可以随机交配; b) 不考虑基因突变与转移对抗药性

的影响; c) 对某种毒素的抗药性是某一特定基因控制的; 
d) 配子(精子或卵子)包含这 4 种等位基因的概率是相互

独立的; e) 每年都有互不重叠的 4 代棉铃虫, 并寄生在不

同的作物上.  
为了估计自然庇护所作物对于庇护政策的影响, 需要

模拟中国黄河流域地区不同的作物种植方式. 在这样的种

植结构中, 棉花和棉铃虫的其他寄主作物, 如玉米、大豆、

花生等混杂种植. 在该封闭区域内, 棉铃虫的迁出和迁入

都不考虑. 首先, 将棉花的总播种面积标准化为 1, 并用

nrc 表示自然庇护地面积; 其次, 是否喷洒普通化学农药与

是否种植转基因抗虫棉就将所有的地块分成如下 4 种类型

(用 1f 表示): 第一类为使用杀虫剂的转基因地(转基因地所

占的份额为 q, 其是否喷洒化学农药用 dbt表示); 第二类为

不用农药的转基因地(其概率为 1−dbt); 第三类为使用农药

的非转基因地(非转基因所占份额为 1 q, 其是否喷施化学

农药用 dnbt 表示); 最后一类为不使用杀虫剂的非转基因

地和自然庇护作物地块.  
根据先前研究[42], 假设棉铃虫(虫口数量用 D 表示)的

增长率为 g. 如果所有的棉铃虫虫口数量单位化为 1, 那么

各时期新增的棉铃虫就可以表示为: g×D×(1 D). 为了得到

各时期虫口的变化情况, 还需将死亡的虫口数量从新生的

虫口数量中减去. 对给定的昆虫种群, x 和 X 分别表示对于

转基因毒素易感和有抗性的等位基因; y 和 Y 分别表示对

于普通农药易感和有抗性的等位基因. 随后, 用 wt 和 vt 分

别表示第 t 代成虫中对于转基因毒素和普通化学农药具有

易感性的基因比例. 根据这些假设, 在附表 3中, 列出具有

不同基因组成的 9 种害虫(用 pgeno 表示)、其在总虫口中的

比率(由 f geno 表示)以及不同害虫的死亡率(由 mgeno 表示). 
这样靶标害虫的生物学动态(或称生物学模型)就可以表示

成方程①中的限制条件.  
经济学模型的目的是最小化产量损失和防治费用的

现值. 在该模型中, 每年都会发生两项成本. 第一项成本

是由虫害造成的产量损失, 假定这一损失与害虫的总数存

在线性关系; 第二项成本是防治费用, 包括种植转基因抗 

虫棉的成本和喷洒农药的成本. 类似地, 也假设第二项成

本与土地面积存在线性关系. 随后, 将这两项成本加总并

折现, 计算一定时期内的总成本. 在此生态经济学模型中, 
一个代表全社会利益的政策制定者通过选择抗虫棉的面积

来实现成本的最小化. 该模型的约束条件是虫口数量的变

化、种群对转基因毒素抗性的变化, 以及种群对普通化学

农药抗性的变化.  
按照 Wilen和 Msangi[34]的研究, 将以上问题用其离散

形式表示. 之所以表示成离散形式是因为离散形式可以通

过现有的分析软件求得其最优解. 这样, 前面所面临问题

的 Bellman 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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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V(Dt+1)表示某一时期(t 时期)的下一时期(t+1 时期)由
害虫造成的结转损失, 也是本实验试图最小化的目标. 贴
现因子用 1 / (1 )δ ρ= + 表示, 而 ρ 是贴现率. Dt 表示 t 时期

虫口的总数量; α 表示单位害虫造成的损失; c 是种植转基

因抗虫棉的单位成本; cc 是喷洒普通化学农药的单位成本; 
dbtt 和 dnbtt 为在转基因和非转基因地里喷洒农药的变量; 
MRgeno 是不同基因型害虫的死亡率; lfj 是第 j 种类型土地的

份额. 其他未作解释的变量详见附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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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生态和经济参数的默认值及其来源 

 默认值 来源 

经济参数   

棉铃虫造成的单位损失 1030 美元/公顷 根据 IPPa)数据计算得到 

种植转基因抗虫棉的单位成本 143 美元/公顷 根据 CCAPb)数据计算得到 

喷施普通化学农药的单位成本 252 美元/公顷 根据 CCAPb)数据计算得到 

折现因子 0.036 中国人民银行 

生态参数   

初始抗药性(对转基因毒素)的基因频率 0.001 Gould[30], Livingston 等人[41] 

初始抗药性(对普通农药)的基因频率 0.50 Ru 等人[43], Li 等人[44] 

转基因抗虫棉地里对于转基因毒素易感性害虫的死亡率 0.90 Livingston等人[41], Wu等人[33], Caprio[45], Storer等人[46]

对于普通农药易感性害虫的死亡率  0.90 无数据来源 

转基因毒素抗药性的适应成本 0.05 Livingston 等人[41] 

普通农药抗药性的适应成本 0.05 无数据来源 

杂交体易感性基因(对于转基因毒素)所占比例 0.75 与吴孔明讨论 

杂交体易感性基因(对于普通农药)所占比例 0.75 与生态学家讨论 

喷洒化学农药的阀值 0.28 Guo[17] 

自然生长率 0.68 根据实地数据计算得出 

a) IPP: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简称; b) CCAP: 中国农业科学院(CAS)农业政策研究中心 

 

附表 2  模型对种植期长短及天然避难所作物的敏感性分析 

最优庇护政策(模拟模型中) 零庇护政策 由零庇护政策到最优庇护政策增加的成本 
 庇护地 

百分比(%) 
平均成本/ 

美元·年−1·公顷−1

 平均成本/ 
美元·年−1·公顷−1 

 绝对值/ 
美元·年−1·公顷−1 百分比(%) 

方案 1 
黄河流域所有种棉花的县 

种植期 10 年 0 189.59 189.59 0.00 0.00 

种植期 15 年 0 176.71 176.71 0.00 0.00 

种植期 20 年 4 178.25 178.70 0.45 0.25 

方案 2 
黄河流域棉花种植最密集的县 

种植期 10 年 0 143.23 143.23 0.00 0.00 

种植期 15 年 0 173.86 173.86 0.00 0.00 

种植期 20 年 17 287.17 290.59 3.42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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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9 种具有不同基因组合的害虫在种群中所占比例及在不同处理中的死亡率 a) 

  在不同处理中的死亡率(mgeno) 
基因类型 

(pgeno) 
所占比重 

(fgeno) 
喷洒农药的转基因地 

sbt 1 k

q dbt
lf

nrc

⎛ ⎞×
=⎜ ⎟+⎝ ⎠

 

没有喷洒农药的转基因地

bt

(1 )

1 k

q dbt
lf

nrc

⎛ ⎞× −
=⎜ ⎟+⎝ ⎠

 

喷洒农药的非转基因地

snbt

(1 )

1 k

q dnbt
lf

nrc

⎛ ⎞− ×
=⎜ ⎟+⎝ ⎠

 

没有喷洒农药的非转基因地 

nbt

(1 ) (1 )

1
k

k

q dnbt nrc
lf

nrc

⎛ ⎞− × − +
=⎜ ⎟+⎝ ⎠

xxyy w2×v2 hbt+hcp h×hcp hbt hcp 0 
xxyY 2w2×v(1 v) hbt+hcp×dcp+rcp×(1 dcp)  

hbt×[hcp×dcp+rcp×(1 dcp)] 
hbt+rcp×(1 dcp) hbt×rcp×

(1 dcp) 
hcp×dcp+rcp×(1 dcp) rcp×(1 dcp) 

xxYY w2×(1 v)2 hbt+rcp hbt×rcp hbt+rcp hbt×rcp rcp rcp 
xXyy 2w(1 w)×v2 hbt×dbt+rbt×(1 dbt)+hcp  

hcp×[hbt×dbt+rbt×(1 dbt)] 
hbt×dbt+rbt×(1 dbt) rbt×(1 dbt)+hcp hcp×rbt×

(1 dbt) 
rbt×(1 dbt) 

xXyY 4w(1 w)×v(1 v) hbt×dbt+rbt×(1 dbt)+ 
hcp×dcp+rcp×(1 dcp)– 
[hbt×dbt+rbt×(1 dbt)]× 
[hcp×dcp+rcp×(1 dcp)] 

hbt×dbt+rbt×(1 dbt)+rcp×
(1-dcp)–[hbt×dbt+rbt×(1 

dbt)]×rcp×(1 dcp) 

rbt×(1 dbt)+hcp×dcp+rcp× 
(1 dcp) rbt×(1 dbt)×[hcp×

dcp+rcp×(1 dcp)] 

rbt×(1 dbt)+rcp×(1 dcp) rbt× 
(1 dbt)×rcp×(1 dcp) 

xXYY 2w(1 w)×(1 v)2 hbt×dbt+rbt×(1 dbt)+rcp  
rcp×[hbt×dbt+rbt×(1 dbt)] 

hbt×dbt+rbt×(1 dbt)+rcp 
rcp×[hbt×dbt+rbt×(1 dbt)]

rbt×(1 dbt)+rcp rcp×rbt× 
(1 dbt) 

rbt×(1 dbt)+rcp rcp×rbt×(1 dbt) 

XXyy (1 w)2×v2 rbt+hcp rbt×hcp rbt rbt rbt+hcp rbt×hcp 
XXyY 2(1 w)2×v(1 v) rbt+hcp×dcp+rcp×(1 dcp)  

rbt×[hcp×dcp+rcp×(1 dcp)] 
rbt+rcp×(1 dcp) rbt×rcp×

(1 dcp) 
rbt+hcp×dcp+rcp×(1 dcp)  

rbt×[hcp×dcp+rcp×(1 dcp)] 
rbt+rcp×(1 dcp) rbt×rcp×(1 dcp)

XXYY (1 w)2×(1 v)2 rbt+rcp rbt×rcp rbt+rcp rbt×rcp rbt+rcp rbt×rcp rbt+rcp rbt×rcp 

a) x 和 X 分别代表同一个位点上对于转基因毒素易感和抗药性的等位基因; y 和 Y 分别代表第 2 个位点上对普通农药易感性和抗药性

的等位基因; w 是对转基因毒素易感的基因频率; v 是对农药易感的基因频率; hbt 表示对转基因毒素易感性害虫同型结合体在转基因抗虫棉

地里的死亡率; rbt 是对转基因毒素具有抗性的害虫同型结合体的死亡率; dbt 是指 x 在异型结合体 xX 占主导地位的比重; hcp 表示在喷洒农

药的情况下, 对农药易感性的害虫同型结合体的死亡率; rcp 表示对农药具有抗药性的害虫同型结合体的死亡率; dcp 是指 y 在异型结合体 yY

中占主导地位的比重; k表示害虫的代数; 缩写 sbt, bt, snbt, nbt分别表示喷洒农药的转基因地, 没有洒农药的转基因地, 洒农药的非转基因地, 

以及没有洒农药的非转基因地和其他自然庇护作物地 


